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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扶轮社是以维系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人道组织。一·二八事变爆发
后，由中、日、美、英等多国人士组成的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发起了意在制止战争的请
愿活动，但请愿因日军悍然发出最后通牒而无果而终。表面上，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的请
愿代表皆以促和为己任，但实际上，各方代表多持有不同的参与动机和互相矛盾的和平设
想，未能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这是上海扶轮社和平请愿难以逾越
的内在限界。与此同时，上海扶轮社各国社员大多认同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理念，广泛开展
战时人道救援活动，为援助沪战难民做出了贡献。在战争环境下，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
念，难以与民族主义相抗衡，扶轮社所能维系的，仅是各方社员对人道主义的认同。
关键词　上海扶轮社　一·二八事变　国际主义　民族主义　人道主义

国际扶轮社（Ｒｏ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国际性民间社团，其成员多为各国工商界的上层人士，
“为世界商界及有专业之人之团体”。① 扶轮社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促进世界和平，实际上是一个兼
具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性质的非政府国际组织。１９０５年，世界上第一个扶轮社成立于美国芝加
哥，之后逐渐扩展至世界７０多个国家。民国时期，扶轮社已遍布中国３０多个城市。扶轮社极其注
重社员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创立的目标之一是：“透过结合具有服务之理想之各种事业及专业人士，
以世界性之联谊，增进国际间之了解、亲善与和平”。② 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国际扶轮社寄希望于各
国社员以国际主义精神维系世界和平。一·二八事变爆发前，面对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国际扶轮
社要求上海扶轮社的各国社员，“应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③

关于扶轮社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前人已梳理了基本史实，④或许是囿于当时有限的史料，未能
深入探讨一·二八中日冲突期间扶轮社的应对问题。就研究视角而言，学界对国际人道组织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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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会、红卍字会等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活动的研究，多侧重于人道救援，①而对社会团体制止战争
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在中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上海扶轮社采取了哪些维系和平的举措？各国
社员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如何抉择？本文以中、日、美、英多方史料为基础，②探讨一·二八
事变前后上海扶轮社的活动，尤其是该社在制止战争、维护国际和平方面的努力和成效等问题。

一、一·二八事变与上海扶轮社社员的态度

上海扶轮社成立于１９１９年，成员多是上海各界的上层人士，至１９３２年４月，社员共１２５人，来
自约２０个国家。③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上海扶轮社社长为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邝富灼，副社
长为英国商人哈里斯（Ｅ．Ｆ．Ｈａｒｒｉｓ）。一·二八事变前后，面对中日矛盾不断激化，上海扶轮社的
中方、日方、第三方社员各有不同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社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行动。
邝富灼于１９２２年加入上海扶轮社，在任社长之前曾两次担任副社长。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邝

富灼正在美国参加基督教青年会（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国际会议，他亲身感受到海
外华人华侨高涨的抗日热情，并为之震撼。④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邝富灼沦为难民，全家躲进上
海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同时商务印书馆亦被日军炸毁，其事业也遭受沉重打击。
邝富灼十分认同扶轮社的宗旨，即使一·二八事变期间自身沦为难民，仍努力弥合中日社员之

间的矛盾，以“维持上海扶轮社的国际形象”。他认为，中日冲突虽然使“扶轮社在上海受到严峻考
验”，但也给上海扶轮社“提供了一个为和平服务的独特机会”。⑤ 在他看来，由于国际联盟、《白里
安—凯洛格公约》及《九国公约》的存在，“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已经在维系和平方面取得了进步”。因
此，对于中日冲突，他主张效仿甘地精神，依据国际公约进行和平、平等的谈判，用“温柔”的方式加
以解决。⑥ 同时，邝富灼也是一位爱国者，一·二八事变期间，他号召在沪的各国上层人士为上海
难民捐助雨衣、衣服和毯子。⑦ 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虽未公开谴责日本，但含蓄地讽刺日本人
“挥舞着他们的军刀”，正在推行所谓的“积极政策”。⑧

陈立廷是上海扶轮社中国籍社员，但未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英语，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上海
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基督教青年会、太平洋国际学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中有一
定的影响力。一·二八事变期间，他也因战事避难于基督教青年会。与邝富灼不同的是，陈立廷具
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鼓动民众进行抗日活动，主张对日强硬，积极备战，以战促和。早在九一
八事变前，陈立廷即公开呼吁民众警惕日本对东北的野心，指出列强侵华者“尤以东邻之日本为最
甚”，国人应当警惕日本“对于满洲之经营”。⑨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帮助“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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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曹礼龙：《修行与慈善———上海的世界红卍字会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李云波：
《兵燹济难：一二八抗战中世界红卍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民国档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丁泽丽、池子华：《“一·二八”事变与中国
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民国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董根明：《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整建与救护工作述评》（《抗日战争研
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是本文参考较多的重要史料。费吴生（Ｇｅｏｒｇｅ　Ａｓｈｍｏｒｅ　Ｆｉｔｃｈ）（１８８３—１９７９），
美国传教士，出生于中国苏州，后定居上海，他是国际扶轮社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扶轮社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上海扶轮社社长。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有大量涉及上海扶轮社，尤其是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时期上海扶轮社活动的记载，为探
究上海扶轮社在中日两国冲突时的活动提供了核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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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十人团”等东北及上海的爱国团体，鼓动民众抵制日货并准备对日作战。① 一·二八事
变后，陈立廷深感民族危机，认为“我方愈表示怯弱，敌方愈益嚣”，“我国唯一对付方法，厥为武力抵
抗，以促敌人之觉悟”。② 陈立廷还前往广东，力劝广东方面与中央政府团结一致，准备对日作
战。③ 他还在《大陆报》发表公开信，谴责部分日本上层人士公开支持日本侵华，无视中国主权。④

虽然陈立廷主张以战促和，但面对中日冲突，他并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他表示，
国人“一方面遭了日本的横暴，一方面感了国际联盟的懦怯”，不免认为国际组织是无用的，但不应
因噎废食，而应“抱着大勇猛努力，不因一时的挫折而败志”。⑤ 因此，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立廷
一面主张对日强硬，以战促和，一面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并认为中方必须坚守底线。⑥

作为上海扶轮社的中方社员，邝富灼与陈立廷的心态有共同之处，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有
爱国情怀，对通过扶轮社以和平方式化解中日冲突抱有一定的信心。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邝富灼
更恪守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精神，不鼓动反日情绪，也未公开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而陈立廷的民族
主义情绪强烈，直接参与抗日活动，主张以战促和，并认为即使和平协商，也要有底线。
据时任中国政府对日谈判代表顾维钧观察，此时身处上海的中国上层人士“深受全国学生的所

谓宣言和示威的影响”，纷纷主张对日强硬。⑦ 与陈立廷一样，上海扶轮社中方社员朱博泉、牛惠
生、陈光甫等都加入了以支援前线、抗击日军为宗旨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⑧ 由此可见，陈立廷
的态度在上海华人上层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海扶轮社还有一些日本籍社员，其中船津辰一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是在华日本商界的

领袖，曾担任日本驻华领事，１９２６年起担任日本在华纺织会会长，“其一言一动，颇足以左右侨沪日
本官民之势力”。⑨ 他与中国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认同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致力
于维系中日和平。瑏瑠 然而船津同样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一·二八事变前后他的言行中
有所体现。关于九一八事变，船津在致日本政府的呈文中表露了他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认同。船津
认为，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一直不遵守“既有的条约”，“不具备现代国家的意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
变是在为各国维护“既有的条约权利”，“拯救”东北人民。瑏瑡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声势浩大的抵
制日货运动沉重打击了上海的日商。作为日本在华纺织会会长，船津认为抵货运动“无疑是最邪恶
的”，夹杂着“暴民”对日本商人的“酷刑、羞辱或其他形式的痛苦惩罚”瑏瑢，“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不
合理和不道德的”瑏瑣。为此，船津经常返回日本，向日本政府及民众反映中国抵货运动的严重性，呼
吁政府采取措施，“尽快制止这种暴力行为”。瑏瑤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使船津产生通过战争即可迅速
扑灭反日运动的错觉。在抵货民众的围困下，“一向稳健”的船津也强硬起来，与在沪日侨一起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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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１日；「成行如何で一斉閉鎖を決意 暫くは形勢を観望 在華紡排日対策恊議」、『神戸又新日報』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３日；「邦人
在華紡は依然滞荷悩み 船津氏中心に関東側の懇談会」、『大阪毎日新聞』１９３２年１月８日。



马建凯／国际主义抑或人道主义：一·二八事变中的上海扶轮社

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排日运动，一扫从来的恶劣气氛”。①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浪潮，船津公开表示：“如果这种过分的反日宣传继续下
去，没有人会惊讶在不远的一个晴朗早晨听到来自长江流域某个地方的另一个‘侵略’故事”。② 为
了日本在华利益，船津不仅将扶轮社国际主义的理念抛之脑后，而且还与英美等国的侨民一起，试
图将上海变成中方不设防的“自由港”。③

福岛喜三次服务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是日本在沪商界领袖，也是上海扶轮社的资深社员。他
与船津的态度相似，但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二八事变前，福岛积极参与日本侨民的反华集会活
动，“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迫使中国政府镇压中国人的一切反日抵货运动”。一·二八事
变爆发后，福岛向上海的日本及欧美侨民鼓吹，日军“数小时即可尽占上海”，“解决沪局，固属轻而
易举者也”。④ 船津、福岛等在沪日本上层人士，虽然是上海扶轮社社员，但其试图以战争手段维护
日本在华利益，其民族主义的情绪逐渐遮蔽了自身曾高调奉行的国际主义理念。
横竹平太郎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商务参赞，也是上海扶轮社社员，面对中日冲突，他的心态与

船津不同，更强调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作为日本驻沪领事馆官员，横竹
向日本政府报告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情况，称“自满洲问题爆发以来，由于中国的民族运动，日本产
品的销售渠道已被完全阻断”，但他并未呼吁日本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⑤ 一·二八事变爆发
后，横竹一方面不断向东京报告上海抵制日货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参与扶轮社的工作，较之船津、福
岛，其更乐于保持与各国社员的交流。⑥

乾精末是日本驻沪领事，曾任日本国际联盟促进会国际关系部委员，也是上海扶轮社社员。他
与横竹态度相似，向来主张通过国际组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乾精末直言自
己不认同日军的行动，但又无法干预，陷入“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⑦

上海扶轮社除了中、日两国的社员外，还有许多第三国社员。永明保险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
英国人哈里斯作为第三国社员，为上海扶轮社的战时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二八事变前后，哈
里斯担负起维护上海扶轮社国际形象，以及中、日社员间友好关系的责任。他坚信“做点事总比不
做要好”，坚持在事变中遵循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希望通过扶轮社的努力来恢复上海的和平。⑧

对于中日冲突双方，哈里斯试图保持中立，并认为中日两国都违背了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
但是，哈里斯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夹杂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因素。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在沪

英侨大多希望借助战争以维护外人在沪特权，哈里斯即是其中一员。他公开表示，反对英国政府就
治外法权问题向中国让步。他十分眷恋不平等条约赋予列强的在华特权，唯恐英国政府在中英治
外法权谈判中同意废除英侨特权。⑨ 在中日冲突问题上，他认为中日和解的基础是“条约必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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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直到双方同意修改或撤销为止”。① 由此可以看出，一·二八事变期间，哈里斯主持扶轮
社的工作，固然是为了恢复上海的和平，但其深层次的原因与船津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渴望列强
在沪侨民能继续享受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和利益。
美国人费吴生在邝富灼之前曾担任上海扶轮社社长。他出生于苏州，自幼生活在中国，对中国

人民充满同情。费吴生认为，无论在东北还是上海，日军的行动“都是基于最赤裸裸的谎言”②，“日
本人总是能够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制造借口”，中国虽然遭受日本侵略，但“在逆境中表现出超乎寻
常的耐心”③，中国军队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④。对于中日冲突，费吴生明显站在中国人的
立场上，主张日本应无条件停止侵略，因为日本的侵略本身就违背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而中国的抗
日具有正义性。在上海扶轮社的第三国社员中，不乏与费吴生想法相似的人，他们虽不像费吴生那
样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曾任上海基督教青
年会秘书的洛克伍德（Ｗ．Ｗ．Ｌｏｃｋｗｏｏｄ）积极参与了战时的难民救济活动，并认为在战争面前，中
国人的应变能力“很有创造性”。⑤ 再如曾任上海威廉氏制药公司经理的华尔夫（Ｓ．Ｗ．Ｗｏｌｆｅ），也
十分同情中国民众的遭遇，感叹“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了如此可怕的伤害”。⑥

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心态是复杂的。邝富灼、陈立廷、船津辰一郎、横
竹平太郎、哈里斯作为上海扶轮社中、日、第三方的代表，参与了化解中日冲突的请愿活动。表面
上，他们都表示遵循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愿意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而努力，但实际上，他们中的
一些人内心混杂着各自的民族主义情感及利益诉求。

二、上海扶轮社制止战争的努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扶轮社尚未直接面临战事的冲击，但作为以倡导国际主义、维系世界
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９月２５日，上海扶轮社仍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声明：

　　关于此次满洲所发之不幸事件，扶轮社全球社员，均应表示同情，且应注目此案将来发展。
盖此次之暴举，不仅破坏远东之和平，且将引起全球人士之反感。其次，凡扶轮社社员，对该社
组织宗旨第六条，有负使其实现之责任。此时正系促成目的实现之良机，故理应由上海扶轮社
社员及其他各国社员，共同努力、促其实现。因以上原因，上海扶轮社应实时通过下列议案：上
海扶轮社应即联络扶轮社国际同盟会，及其他相关团体，共同设法以全力促成和平，然近时间
内解决满洲事件。⑦

１１月１６日，上海扶轮社前社长费吴生召集中外社员１６人，召开主题为“满洲现状之根本原
因”的研讨会。会上，陈立廷与福岛喜三次是中日双方的发言代表。陈立廷强烈呼吁中日友好合
作，要求日本逐步放弃在华特权；福岛喜三次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日本必须在自身和苏联之间建立
一个缓冲国，并准备为此付出一切，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⑧ 与会的中日社员虽然能以“极大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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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轮社发表文件》，《申报》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５日，第１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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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自控力和理解力”友好磋商，但由于观点相对，未能形成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２月１６日，“为进一步思考扶轮社在制止中日战争方面所应承担的责

任”，上海扶轮社召开理事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其成员来自中、日、英、法、奥、美等国，包括上海政
界、商界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经过磋商，扶轮社特别委员会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日本驻
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的信，发起“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请愿
活动。请愿信写道：“鉴于中日两国政府都已接受设立一个中立区来确保上海地区的安全与防卫的
提议，我们恭敬地请求两国政府立刻停火，以结束敌对状态。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进
行关于上海地区安全防卫区域的谈判。”①

之后，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推举中国社员邝富灼、陈立廷，日本社员横竹、船津，英国社员哈
里斯组成代表团，负责将请愿信递交日本驻沪总领事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
苍松同意代表团所提的方案，但反复强调 “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之前撤退”是和谈的前提。２月１７
日，代表团又拜访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吴铁城“也同样相信，除非日本表现出足够的诚意，率先撤
回到原来的驻防地，否则就不可能有公正的解决办法”。在日军率先撤军的前提下，吴铁城赞同设
立中立区。② 由此可见，谁先撤兵是中日双方僵持不下的关键问题。
在请愿陷入困境之际，代表团又先后拜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顾维钧。

重光葵与代表团成员讨论后，提出了和谈的基本条件：

　　中国军队应撤至２０公里以外的特定区域，包括从吴淞撤离；当中国军队完成撤离后，日军
将尽最快撤至１月２８日晚之前驻防的位置，即沿四川北路至虹口公园一线；如果中国人需要，
可组织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国际部队，对中国军队撤离的地区进行治安维护，但闸北除
外，以确保其不受侵占；双方都应撤离吴淞，如果中国人愿意，应暂时将一支国际部队驻扎在那
里；应当派遣中立的外国军事使团担任观察员，以监督双方履行约定；双方完成撤离后，应在上
海召开圆桌会议，其他国家的代表及中日两国的代表应出席会议，以讨论和平解决上海事件的
办法。③

重光葵提出的和谈条件较之村井苍松更为具体，但重点内容相差无几，都以中国军队先行撤离
为和谈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重光葵对中国军队的撤退距离提出了具体且苛刻的要求，即中国军
队放弃战略要地吴淞，这实际上无异于让中国军队放弃上海的防务。
代表团还面晤了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并将请愿信和重光葵的和谈条件交给了顾。然而在

顾维钧回复之前的２月１８日，日军司令部即发出最后通牒，这使代表团的和平希望彻底破灭。费
吴生在日记中称，“我们一度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尽管有了重光葵的意见，但日军司令部今
天发出了最后通牒，那是极具侮辱性的”。④ 由日军最后通牒引发的再次交火，使代表团的和平努
力化为泡影。
事后不久，社长邝富灼在该社例行集会上总结、反思请愿一事时称，上海扶轮社“经受住了考

验”，“日本和中国社员足够强大，没有让其民族主义精神遮蔽国际主义”。虽然上海扶轮社没有“成
功地发挥和平缔造者的作用”，但表现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其已竭尽所能”。⑤ 副社长哈里斯也
对外宣称，中日社员，尤其是四位代表，在请愿活动中“工作得非常和谐”，表现出了真正的扶轮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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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虽然他们制止战争的努力无果而终，但中日社员的友好合作“不可称之为失败”。① 事后，《字
林西报》在报道请愿活动时，亦对上海扶轮社及相关社员的努力给予了肯定，称尽管相关社员未能
达成制止战争的目标，但“他们不必感到羞愧”。② 这些评价主要是基于相关社员的表现，认为他们
超越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守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就参与和平请愿的动机而言，各方代表并未完全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反而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及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陈立廷热衷于参与各种国际民间组织，目的是“增进
世界对于吾人之观听，及吾国在国际上之地位”。③ 同他参与第三、第四届太平洋会议的动机相类
似，陈立廷参与扶轮社的和平请愿活动，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痛诉日军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
军的侵略。④ 船津对反日运动深恶痛绝。与其他在沪日本上层人士一样，他虽不渴求侵略中国，但
希望借助战争迅速扑灭中国的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⑤ 他参与扶轮社的和平请愿活动，同样是为
了迫使中方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目的。哈里斯则认为“中国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否定条
约”。⑥ 如前文所述，他参与和平请愿一定程度上确系国际主义精神使然，但也夹杂着维护不平等
条约，维护乃至扩大列强侨民在沪特权的目的。
就和平设想而言，各方代表多以本国家利益或自身利益为依归，置扶轮社国际主义精神于不

顾。在与村井、吴铁城、重光葵的沟通中，上海扶轮社代表团逐渐接触到中日和谈的矛盾关键，即谁
先撤兵和中立区问题。中方“以撤退可行，惟距离须最小限度，关键在此”⑦，而日方希图使上海成
为中国之不设防城市，要求“以江海关为中心”，“１０英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至此范围之华界
区域，由警察维持地方，吴淞亦不驻军队”⑧，并以中方“先退为调停之先决问题”⑨。村井、吴铁城、
重光葵为代表团开出的条件，与上述中日两国政府的和谈条件如出一辙。然而代表团接触到问题
的关键时为时已晚，未等到代表团与双方进一步磋商，日军已发出最后通牒。实际上，即使代表团
成员与双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和谈也难以达成，因为代表团各方成员的和平设想本就存在矛盾，
这构成了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请愿活动的内在限界。呼吁和平的代表尚坚持互不相让的和平方
案，未能放下个人立场，何谈说服两国政府实现和平。在中方代表陈立廷的设想中，中方“绝对不承
认租界周围不许驻兵之议”，可暂时设立中立区，但“一俟日本军队撤至事变以前地点，仍由我军接
防”，“绝端反对扩充租界”。瑏瑠 而在日方代表船津的设想中，中国军队须撤离上海，上海须设置永久
中立区，最好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自由市”，方能使反日运动绝迹。瑏瑡 显然两种设想具有根
本性的冲突，在撤兵问题、中立区问题上有明显对立。如上文所述，即使看似中立的第三方代表哈
里斯，其深层次的设想也与船津相似，他十分渴望维持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既有格局，继续
在上海“优越条件”下经商，希望扩大租界，甚至希望上海能够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表面看来，包括中日两国社员在内的多国社员坚持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为制止中日冲突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相关社员实现了国际扶轮社在一·二八事变前的期许，即“我们身为扶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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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侨会议通宵》，《申报》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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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应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① 但是，从深层次的参与动机与和平设想出发，多数成员未
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反而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难以秉持国际主义理念去争取和平。

三、“求同存异”中的人道主义救助

与维系国际和平一样，“激发每个成员为他的同胞和整个社会服务的愿望”，“促进成员对社区
公益事业的兴趣”，也是扶轮社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② 虽然上海扶轮社制止战争的请愿活动无果
而终，相关社员亦未能将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但广大社员搁置分歧，一·二八事变期
间为上海难民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在此过程中，上海扶轮社中、日及第三方社员求同存异，
联合展开了救援行动，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紧急救援难民。在战事的影响下，上海扶轮社的部分社员及亲友不得不撤离家园，他们

或被日军拘留，或将财产留在战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未带齐。③ 此时，一些受日军侵扰较
少的欧美、日本社员利用身份便利，积极开展援救活动，其中尤以欧美社员贡献最为突出，是一系列
紧急救援行动的主导者，而日本社员在欧美及中国社员的请求下，也提供了必要帮助。费吴生称，
“我几乎每天都被要求帮助朋友们撤离，援救一些身陷后方的人士，以及找回他们在逃离时留下的
私人物品”。④ 邝富灼的个人物品即是费吴生赴交战区带回的；社员朱博泉的好友叶元也是费吴生
从日军的拘禁中解救出来的。在解救叶元时，哈里斯也应朱博泉的请求，给予了许多帮助。⑤

上海扶轮社的一些日本社员也参与了难民救援行动。费吴生曾表示，为救援这些难民，“一些
日本社员以真正的扶轮精神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帮助”。⑥ 如进入日军控制区需要日方的“通行
证”，在中国及欧美社员的请求下，日本社员利用身份之便，设法搞到了“通行证”。如在取回邝富
灼、费吴生好友李清茂等人的个人物品时，横竹即为费吴生搞到了“通行证”，为他安全进入日军控
制区提供了便利。⑦

乾精末也加入紧急救援难民的行列中。在解救叶元的过程中，费吴生、哈里斯联系了乾精末，
希望通过乾精末的关系，敦促日军放人。作为日本驻沪领事的乾精末深知自己对日本军方的影响
力有限，甚至自身都处在诚惶诚恐的状态中，但仍竭尽所能营救叶元。在美、英、日三国社员的配合
下，叶元被成功解救。⑧

第二，捐款救助难民。上海扶轮社社员费吴生、陈立廷、洛克伍德共同组织成立了基督教战争
救济委员会，专门募捐救助沪战难民。⑨ 该委员会虽然由欧美及中国社员发起，但大多数日本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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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与捐款或从旁协助。据邝富灼所言，“该委员会在六个或更多的中心照顾着几千名难民”。①

上海扶轮社社员华尔夫发起募捐，救济、救治在上海玉佛寺避难的难民。他有感于玉佛寺“没有合
适的手术台或其他合格的医疗设备”，登报呼吁民众为玉佛寺难民捐款。② 邝富灼也号召上海扶轮
社各国社员为救济难民积极捐款。③ 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扶轮社向难民捐助了２１４５美元，其
中日本社员也“为这项工作慷慨解囊”。④ 扶轮社社员牛惠生的骨科医院是上海扶轮社的重点资助
对象，日本社员也为该医院救治难民提供了一定资金。⑤

一·二八事变期间，虽然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难以与民族主义相抗衡，各国社员大多无法超
越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精神则在广大社员中得到认同，并共同为之努力。

四、结语

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扶轮社作为一个以维系世界和平为宗旨的人道主义组织，面对愈演愈
烈的中日冲突，曾尝试以自身的力量制止战争、维系和平。中方社员陈立廷、邝富灼，日方社员船津
辰一郎、横竹平太郎，第三方社员哈里斯、费吴生等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但由于日军悍然发出最
后通牒，扶轮社制止战争的努力无果而终。在这一过程中，陈立廷、船津、哈里斯等各方代表看似超
越了民族主义情感，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平，实现了国际扶轮社事变前的期许———将国际主义置于民
族主义之上，但实际上，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组织的请愿代表团成员大多未能坚持扶轮社的国际
主义理念，反而受民族主义的支配。陈立廷是主张对日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参加扶轮社的
请愿活动，是因为其视扶轮社为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侵略的平台；船津是战争的支持者，参与请
愿的动机是实现扑灭中国民众抗日运动的目的；哈里斯参与请愿也抱有私心，即想维持不平等条约
赋予外人的在华特权。此外，三方社员心目中理想的和平方案亦互相矛盾。由此观之，即使没有外
部力量干扰扶轮社的请愿活动，各方代表也难以在和平方案上达成一致。
扶轮社维系国际和平的努力，在二次大战前后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是难以见效的。扶

轮社试图培养各国社员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此来维系国际和平。但各国社员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
高于国际主义理念，这成为上海扶轮社制止战争请愿行动的内在限界；另一方面，相较于维系和平
的无力，在求同存异之下，上海扶轮社却能使各国上层人士在战争环境中共同秉持人道主义精神，
推进人道主义事业。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虽大多未能将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但均认
同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开展了人道救援活动。从一·二八事变期间扶轮社的活动可以看
出，在二次大战前后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人道组织的国际主义理念，在民族主义面前不堪一击，难以
切实维系和平，而其人道主义精神却能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战争中得以坚持。

〔马建凯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常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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